
地 理 学 报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73卷 第1期

2018年1月

Vol.73, No.1

January, 2018

中国典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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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2740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14.8%。本文以典型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为例，基于遥感反演、模型模拟、空间分析等方法，获得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

（NPP）和土地覆被时空数据集，分析 2000-2015年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

况时空变化及人类扰动的影响，进而评估自然保护区在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效

果。结果表明：2000-20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从 36.3%提高到 37.1%，各类型自

然保护区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森林类保护区年增速0.11%，草原草甸类0.84%，内陆湿地类

0.21%，荒漠生态类0.09%，野生动物类和野生植物类则分别为0.11%和0.08%。草原草甸类、内

陆湿地类、荒漠生态类、野生动物类自然保护区植被NPP年增速分别为2.06 g· m-2、1.23 g· m-2、

0.28 g· m-2、0.4 g· m-2，而森林类和野生植物类则分别以3.45 g· m-2和2.35 g· m-2的年速率减少。

近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扰动呈现微弱变化，除青藏高原区和南亚热带湿润区内保护

区人类扰动略微下降以外，其他区域均有所增强，特别是北亚热带和温带湿润区，其保护区人

类扰动由4.70%明显增至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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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
分布、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水域或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
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的重要途径之
一[1-4]，是人类对已感知到对自然的威胁的一种文化反应[5]，是最有效可行的就地保护手
段 [6]。保护区及其保护对象的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 [7]。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将保护区分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纪念物保护区、生境和物种管理保
护区、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资源管理保护区[8-9]，不同类型的保护区提供不同程度的
保护。中国自然保护区划分基于主要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管理目标，分为
自然生态系统（森林生态、草原与草甸、荒漠生态、内陆湿地和水域、海洋和海岸）、野
生生物（动物、植物）、自然遗迹（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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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对地球资源不断增加的需求和压力，有效的保护区系统是保护物种及其栖
息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手段，也已经作为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有效指标[7]。1982
年巴黎召开的世界公园会议上首次提出各国的保护区占比至少应达到国土面积的10%[11]。
截至2014年，全球范围内有20多万处自然保护区，约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15.4%[12]。根
据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
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2740 个，总面积约 147.03 万 km2，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14.8%。其
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28个，面积96.49万km2。随着保护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对保护
区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13]，但是关于保护区有效性及其重要性仍存在争议[14-16]，特别是
在全球气候变化等导致物种改变及其分布的背景下[14]。

由于生境与物种基础数据的质量、保护区边界的分辨率、相关性分析的精度等因
素，人们对于需要优先保护区域的相对重要性的认知有所偏差，从而使得部分保护区的
设置并不符合保护需求。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由于保护区是静态的而物种分布是动态
的，保护区能否保护生物多样性备受质疑[16]。保护区的有效性依赖于政治、经济等许多
局地因素，对其有效性的评价方法很多[6, 17]，然而至今未形成统一标准[7]。一方面，保护
区有效性日益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威胁，特别是城市化、森林砍伐等土地利用变
化，然而，这种威胁的程度是未知的。城市化或房地产开发及道路建设等严重影响了保
护区作为“诺亚方舟”的保护作用并减少了保护区的有效规模，使得原生栖息地破碎化
越来越严重，增加了未来生物入侵几率，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物同质化[18-19]。全球生
态区、稀有物种、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退化与当前和未来的城市化关系密切[19]。另一方
面，保护区还对区域产生其他影响，比如维持传统生计、保持水热平衡、调节局地气
候、防止森林火灾等[20]。

多数研究认为保护区多处于贫困地区，因此建立保护区需要担心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是由于限制资源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保护目标可能与提高收入、减少或消除贫困相
矛盾[11]。在发展中国家，限制了自然资源的获取，保护区可能产生新的贫困陷阱，或使
已有贫困加剧。也有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因为保护区的建立而出现脱贫现象，贫困和减
少森林砍伐并没有相关关系[21]。部分研究通过对比保护区内、外的指标差异来评价保护
区的保护有效性[11, 22-23]，特别是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亚马逊和刚果等热带雨林地区[20, 24]。
比如，结合不同分辨率的遥感图像和实地调查，通过分析森林减少速率或减少森林砍伐
量的变化评价保护区有效性[2, 21]，当然，研究也发现保护区外邻近地带成为人类活动热点
区域，即保护区具有溢出效应，从而使得保护区被孤立[18, 25-26]。针对保护区溢出效应，巴
西亚马逊地区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周边留出大量的森林作为“绿色壁垒”[27]。

虽然保护区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对于中国建立的可能是一些“纸上公园”的质疑也
越来越多[14-15]。中国过去关于保护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保护区或局部区域的单项指标
或综合指数上[28-30]，研究保护区设置的合理性、保护区管理有效性、影响保护区的因素、
保护区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等，至今还没有在国家整体水平上评估自然保护区对生态
系统宏观状况的影响。由于生物多样性及栖息地方面数据不完善、自然保护区边界不明
确、生态系统本底不清晰等，无法对现有保护区及保护区网络的有效性进行评估，难以
了解保护区是否有效地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典型性
以及直观性，本文以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植被覆盖度和NPP来分
析生境状况，通过人类扰动来表现人类活动强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保护区内植被覆
盖度、植被初级生产力和人类扰动的变化趋势，评估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保护区内生态
系统宏观状况变化，为自然保护区的有效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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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从中国428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中，选择除自然遗迹
类、海洋海岸类和水生动物类
以外，建立时间在 2000年之前
的29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
研究区。其中，森林生态类自
然保护区167个、草原与草甸类
4 个、湿地类 36 个、野生动物
类67个、野生植物类12个、荒
漠类 13 个 （暂缺台湾、香港、
澳门数据）。根据环境保护部网
站 （http://www.zhb.gov.cn/stbh/
zrbhq/gjjzrbhqps/） 公示的自然
保护区功能区划图，结合地形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将29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
界进行矢量化。同时，基于郑景云等[31]的中国气候区划新方案，结合地理区域差异以及
保护区空间分布，将中国划分为7个气候区（图1），其中，南亚热带湿润区有22个保护
区，中亚热带湿润区102个，北亚热带—温带湿润区41个，青藏高原区38个，中温带湿
润区42个，中温带半干旱区35个，中温带干旱区19个。
2.2 植被覆盖度的遥感估算

基于 2000-2015 年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km 空间分辨率、16 天时间分辨率的
MODIS NDVI数据，经S-G滤波处理后，根据像元二分模型理论计算植被覆盖度。该理
论认为一个像元的NDVI 值是由绿色植被贡献的信息与无植被覆盖贡献的信息组合而
成，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到近15年自然保护区1 km空间分辨率的最大植被覆盖度数据：

FVC =
NDVI -NDVImin

NDVImax -NDVImin

（1）

式中：FVC 是植被覆盖度；NDVImax是纯植被像元的 NDVI 值，此处用 95%处的 NDVI
值；NDVImin是完全无植被覆盖像元的NDVI值，此处用5%处的NDVI值。

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植被覆盖度的年际变化趋势，计算公式为：

slo =
n ×∑

i = 1

n

( )i × VFC -∑
i = 1

n

i∑
i = 1

n

VFC

n ×∑
i = 1

n

i2 - æ
è
ç

ö
ø
÷∑

i = 1

n

i
2

（2）

式中：i为2000年到2015年的年序号；slo即这条趋势线的斜率，如果为正，说明此像元
植被覆盖度在该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是增加，反之则是减少。
2.3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模型模拟

应用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模拟的生态模型可归类为统计模型、过程模型、机理模
型、遥感模型等，在中国广泛使用的模型比如CASA模型、GLOPEM模型、PSN模型、
VPM模型等，具有输入参数少、驱动变量可由遥感数据直接或反演获得等优势。目前对
NPP的模拟存在不确定性，准确的模拟需要应用通量观测数据在生态系统尺度上对各类

图1 中国299个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299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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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进行充分的验证。GLOPEM模型建立在生理生态学理论基础上，该模型经过参

数本地化校正后，在不同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原草甸生态系统的验证上取得了理想的效

果[32]。本文选用GLOPEM模型模拟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通过模

拟光能利用率，以卫星遥感反演的植被吸收光合有效辐射比例（FPAR）模拟植被吸收的

光合有效辐射（APAR），获得植被总初级生产力（GPP）；以植被生物量和气温及不同植

被群落的维持性呼吸系数及温度关系模拟植被维持性呼吸（Rm）和生长性呼吸（Rg），获

得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0-2015年1 km空间分辨率的NPP数据。模型模拟的主要过

程如下：

NPP = GPP -Ra （3）

式中：NPP表示植被初级生产力；GPP表示总初级生产力；Ra表示自养呼吸；NPP为

GPP和Ra的差。

GPP = APAR × εg （4）

APAR = PAR × FPAR （5）

式中：GPP表示总初级生产力；PAR为光合有效辐射，根据气候学辐射计算方法估算；

FPAR为植被呼吸光合有效辐射比率，采用基于冠层辐射传输算法的卫星遥感反演数据；

APAR是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量，为PAR与FPAR的乘积；εg为是GPP概念上的植被

光能利用率，根据气孔导度类比模型得到。

Ra = f ( )Rm + Rg （6）

式中：Ra表示自养呼吸；Rm为维持性呼吸；Rg为生长性呼吸。

2.4 人类扰动及其量化方法

基于刘纪远等[33]完成的 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数据库，生成 4期全国 100 m空间分辨率的土地利用/覆被栅格数据集，包括 6个一级类

型和25个二级类型。该数据集利用野外调查资料进行统一质量检查[34]，按10%县数比例

开展精度验证，土地利用一级类型综合评价精度达到94.3%，二级类型达到91.2%[33]。基

于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概念，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可被定义为一定地域人类对陆地

表层自然覆被利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这种利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可通过土地利用/

覆被类型得到反映[35]。本文首先分析自然保护区中人工地类（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变

化，然后将对陆地表层自然覆被利用、改造和开发强度作为人类扰动指数，并基于 100

m的LUCC数据计算的每个保护区的人类扰动来量化人类活动强度。陆地表层人类活动

强度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HA =
SCLE

S
× 100% （7）

SCLE =∑
i = 1

n

SLi × CIi （8）

式中：HA为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SCLE为建设用地当量面积；S为区域总面积；SLi为

第 i种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面积；CIi为第 i种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

数；n为区域内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数。SCLE是用于比较不同人类活动方式对陆地表层作用

程度的、且通过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得到反映的度量单位；CIi是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

按照人类活动对陆地表层作用的强弱换算成建设用地当量的系数。不同的土地利用/覆被

类型，其表层自然属性变化特征可作为确定不同CIi的依据，本文参考徐勇等[35]的研究结

果，结合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目标，确定折算系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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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植被覆盖度变化分析
2000-2015年，中国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植被覆

盖度从36.3%提高到37.1%，提高了0.8%，近15年的年际变化呈现平均年增速0.13%。其
中，森林生态类由 69.4%提高到 69.9%，提高了 0.5%，年增速 0.11%；草原与草甸类由
59.8%提高到 65.4%，提高了 5.6%，年增速 0.84%；内陆湿地类由 58.9%提高到 60.4%，
提高了 1.5%，年增速 0.21%；荒漠生态类由 12.8%提高到 13.3%，提高了 0.5%，年增速
0.09%；野生动物类由 32.6%提高到 33.3%，提高了0.7%，年增速0.11%；而野生植物类
略有下降，由47.2%下降到47%，下降了0.2%（图2a）。

按气候带分区来看，不同气候带自然保护区平均植被覆盖度变化较小。其中，中温带
湿润区的植被覆盖度由83.9%提高到86%，提高了2.1%，年增速0.27%；中温带半干旱区
由57%提高到60.2%，提高了3.2%，年增速0.51%；中温带干旱区由7.3%提高到7.8%，提
高了0.5%，年增速0.07%；青藏高原区从31.5%提高到32.1%，提高了0.6%，年增速0.12%；
南亚热带湿润区从97.4%提高到97.5%，仅提高了0.1%，年增速0.02%。然而，中亚热带
湿润区自然保护区平均植被覆盖度从95.9%到95.8%，略有下降。此外，北亚热带—温带
湿润区内的自然保护区平均植被覆盖度维持在94.9%不变（图2b）。

表1 不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
Tab. 1 Conversion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equivalence of different land use/cover types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

折算系数

耕地

0.2

园地及其它林地

0.133

水库、坑塘

0.6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1

其他

0

图2 中国不同类型与不同区域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统计
Fig. 2 The average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located in differen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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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植被覆盖度年际变化的空
间格局可以看出（图 3），2000-
2015年植被覆盖度呈现增加趋势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
青藏高原北部、中温带干旱区、
中温带半干旱区以及部分中温带
湿润区，特别是三江源、羌塘、
珠穆朗玛峰、可可西里、阿尔金
山、祁连山、罗布泊、内蒙古大
青山、西鄂尔多斯、锡林郭勒草
原、科尔沁地区、太行山、高黎
贡山、苍山洱海、洪泽湖湿地等
保护区增加明显，大兴安岭、敦
煌西湖、若尔盖湿地、海子山、
亚丁、大巴山、五峰后河、雷公
山、金寨天马等保护区略有增
加，而色林错、雅鲁藏布江中
游、白马雪山、卧龙、太白山、
东洞庭湖、南岭、江西武夷山、吉林长白山等保护区显著减少。
3.2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变化分析

2000-20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5年平均植被NPP从2000-2005年的140.5 g· m-2

下降到2010-2015年的139.8 g· m-2，年减少速率0.04 g· m-2。森林生态类和野生植物类自
然保护区的植被 NPP 呈下降趋势，森林生态类的植被 NPP 由 398.2 g· m-2下降到 362.3
g· m-2，减少了 35.9 g· m-2，年减少速率 3.45 g· m-2；野生植物类由 277.2 g· m-2下降到
248.9 g· m-2，减少了28.3 g· m-2，年减少速率2.35 g· m-2。相反地，草原与草甸类、内陆
湿地类、荒漠生态类、野生动物类NPP皆呈增加趋势，其中，草原与草甸类从291.2 g· m-2

提高到306.6 g· m-2，增加了15.4 g· m-2，年增速2.06 g· m-2；内陆湿地类由179.4 g· m-2提
高到 193.5 g· m-2，增加了 14.1 g· m-2，年增速 1.23 g· m-2；荒漠生态类由 30.6 g· m-2提高
到 32.5 g· m-2，增加了 1.9 g· m-2，年增速 0.28 g· m-2；野生动物类由 118.6 g· m-2提高到
122 g· m-2，增加了1.4 g· m-2，年增速0.4 g· m-2 （图4a）。

从气候带分区来看（图4b），除南亚热带湿润区自然保护区的5年平均植被NPP年际
变化较大，由1425.2 g· m-2下降到1045 g· m-2以外，其他气候带自然保护区的变化较小。中
亚热带湿润区自然保护区的植被NPP从734.2 g· m-2下降到646.1 g· m-2，减少了88.1 g· m-2；
北亚热带—温带湿润区NPP由567.1 g· m-2下降到561.1 g· m-2，减少了6 g· m-2。相反地，
青藏高原区NPP从85.9 g· m-2提高到91.3 g· m-2，增加了5.4 g· m-2；中温带湿润区NPP由
437.4 g· m-2提高到 450.2 g· m-2，增加了 12.8 g· m-2；中温带半干旱区NPP由 295.9 g· m-2

提高到307.9 g· m-2，增加了12 g· m-2；中温带干旱区NPP由16.7 g· m-2提高到17.1 g· m-2，
增加了0.4 g· m-2。

从植被NPP年际变化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出，2000-2015年，植被NPP呈现增加趋势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区、中温带半干旱区和部分中温带湿润区，特
别是长沙贡马、若尔盖湿地、芒康滇金丝猴、亚丁、海子山、小寨子沟、周至、太白
山、内蒙古大青山、锡林郭勒草原、大黑山、小五台山等保护区显著增加，羌塘、三江
源、可可西里、珠穆朗玛峰、阿尔金山、祁连山、色林错、贡嘎山、西鄂尔多斯、内蒙

图3 2000-2015年中国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

变化空间的分布
Fig. 3 Spatial variation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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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贺兰山、阿鲁科尔沁、大兴
安岭汗马等保护区略有增加，
而雅鲁藏布大峡谷、察隅慈巴
沟、西双版纳、雷公山、十万
大山、恩城、南岭、七姊妹
山、福建武夷山、吉林长白
山、松花江三湖等保护区显著
减少（图5）。
3.3 人类扰动变化分析

2000-2015年，虽然典型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耕地面积呈现
增加趋势，但是只有 44个自然
保护区耕地面积增加，有125个
耕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面积
呈现增加趋势，111个自然保护
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15个建
设用地面积减少。典型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分类统计得出（图6），内陆湿地类的耕地面积增加最多，说明农业活动对该
类保护区扰动最大；森林生态类的耕地面积减少最多，说明该类保护区减少农业活动干
扰的成效较好，中温带半干旱区保护区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中温带湿润区保护区
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少，近15年基本没变。

2000-2015年，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扰动由 5.72%下降到 4.83%。其中，荒

图4 中国不同类型与不同区域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统计
Fig. 4 The average NPP in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located in different zones

图5 2000-2015年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NPP变化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variations of NPP in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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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生态类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扰动由 6.93%下降到 4.49%，野生动物类由 4.04%下降到
3.47%。但是，森林生态类的人类扰动由 3.61%上升到 3.93%，草原与草甸类由 7.22%上
升到7.44%，内陆湿地类由6.69%上升到7.37%，野生植物类由5.53%提高到6.02%。从气
候带分区来看，青藏高原区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扰动明显减弱，由6.46%下降到5.32%，特
别是羌塘、阿尔金山、色林错、海子山等保护区，与此同时整个青藏高原区的人类扰动
呈略微增加趋势[35-36]。中温带干旱气候区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影响，人类扰动下降[33, 35-36]，
保护区内部下降明显，由2.16%到1.44%，比如塔里木胡杨等保护区。相反地，南亚热带
湿润区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扰动由 1.54%增强到 2.06%，中亚热带湿润区由 2.99%增强到
3.24%，亚热带温带湿润区由 4.7%增强到 5.35%，中温带湿润区由 4.61%增强到 4.93%，
中温带半干旱区由6.31%增强到6.63%。中国东部区域包括华东、华北、华南地区由于人
口密度大，人类扰动处于较高水平，近些年由于城市扩张等原因，人类扰动增加明显[35-36]。
与之相比，保护区内部人类扰动处于较低水平且增加较少（图7）。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2000-2015年，中国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覆盖度总体呈不断增加趋势，不同

类型、不同区域自然保护区的植被覆盖度亦有不同程度地增加。2000-2015年，除森林类
和野生植物类以外，其他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NPP均有所提高，森林类和野生

图6 中国不同类型与不同区域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耕地与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Fig. 6 The area changes of cropland and built-up areas in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located in differen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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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类自然保护区植被NPP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砍伐。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扰动
呈减弱趋势，说明建立保护区对限制人类活动的扰动是有效的，特别是在青藏高原区、
中温带干旱区和部分中温带湿润区。然而，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区、华东平原丘陵区等
经济较发达区域，由于城市扩张、人口增加等原因，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扰动增强。
4.2 讨论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化，中国位于东亚季风区，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响应极为敏感。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预计将是21世纪物种灭绝
的主要因素[37-38]。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开展了较多的工作，研
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生物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种群的构成和交互、物种的范围和分布形
态、净初级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动态变化等方面[39]。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因素[40-42]。很多关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研
究[43-45]表明未来气候变化将改变重要物种在纬度和高度上的分布范围[46-47]，减小保护区的
有效范围[48]，增加物种灭绝风险[38, 49]。气候变化对生境影响的潜在后果是巨大的。在青藏
高原，气候变化使植被生长期提前开始，延长植物生长季的长度，增加净初级生产总
值，增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50-51]。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同时受人类活动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部分保护区内部仍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密度不
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保护区内部的人类活动主要包括道路及其
他保护设施的建设和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采石、开矿、采沙等）。自然保护区作为最
严格的保护手段，应该严格控制保护区内部的人类活动。

图7 2000-2015年中国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扰动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disturbances in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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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类的保护活动不断增加，但自然保护区内的生境同时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双重影响，无法判断保护区的建设对保护区内生境变化的贡献率。区分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贡献率将是判断保护区是否有效的关键步骤，也将成为本文的后续研究重点。
本文用植被覆盖度、植被初级生产力和人类扰动三个指标评价自然保护区的生境状况变
化是不完整的，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都有不同保护目的，用同样的指标来评价是不全面
的。鉴于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下一步应该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建立相应指标体系来
评价保护区生境变化，辨识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区建立与管理的作用，评估不同情景下
保护区生境变化及生态系统脆弱性。也应该继续探讨，在城市不断扩张，人口不断增加
的区域，如何降低人类活动的影响，保障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此外，还需对保护区
内和保护区外一定范围进行对比，但是由于保护区面积差异极大，如何确定范围，如何
开展对比，进而评价保护区有效性，在后续研究中将考虑对此开展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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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nges of habitats in China's typical nature
reserves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ZHU Ping1, 2, HUANG Lin1, XIAO Tong3, WANG Junbang1, 4

(1.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Satellite Environment Cent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94,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Ecosystem Network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pproach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Until 2015, China had established 2740 sites for nature reserves with
a total area of 1.47 million km2, which covering 14.8% of Chinese land surface.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nversion, model simul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d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habitat from vegetation coverage, 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 in different types and climate zones on the typical nature
reserves of China, in the first 15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00 to
2015,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creased from 36.3% to 37.1%, with
all types of nature reserves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The forest ecological nature reserves
observed annual growth of 0.1%, grassland meadow type 0.8%, inland wetlands classes 0.2%,
desert ecological class 0.1%, wild animal 0.1% and wild plants 0.1%. The NPP of grassland
meadow, inland wetlands, desert ecology, wild animal nature reserve had a growth of 2.0 g· m-2,
1.2 g· m- 2, 0.3 g· m- 2 and 0.4 g· m- 2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NPP of forest ecological and
wild plants nature reserves reduced by a rate of 3.5 g· m-2 and 2.5 g· m-2 respectively. In the 15
year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had a weak change from human disturbance, in addition to
nature reserves which located in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nd the south subtropical humid
area with a slightly fall, others are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humid zone, the human disturbanc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4.7% to 5.4%.
Keywords: nature reserves; habitat; vegetation coverage; NPP;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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